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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业”可否兼得：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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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个体心理决策视角，使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流出地的“家”和“业”对青

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过程。研究发现：文化意义上的“家”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深层因素，但其

影响还需要“业”的强化。流出地的“家”和“业”共同作用，形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家”的文化观

念通过新的人生节点、具有挑战性的家庭责任和规划中的家庭发展触发青年农民工回流；“业”的想象则通过

选择新的就业地点、渴望好的就业条件、寻找独特的创业资源和改变旧的发展路径增强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

由此实现回流决策中的“家”“业”兼得。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下，流出地政府既要大力发

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平，又要加大对回流的青年农民工的创业扶持，使他们的“业”得到持续

强化，“家”“业”可以持续兼得。在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时，可以把“家”作为一个关键的切入点，从

“家”出发构建中国话语的分析框架，这蕴含了创建中国本土人口流动理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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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民工回流现象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策

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总体上，既有研究主要从宏

观的结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国家战略）（蔡

昉，2001；王爱华，2019）、成本−收益（城乡之间

的收入差距、生活成本、就业机会）（Zhao, 1994）、

人力资本（牛建林，2015）和社会资本（刘茜 等，

2013）视角对农民工回流问题进行分析。较少文献

从农民工个体心理决策角度出发，对农民工回流意

愿、回流决策等进行深度的观察和分析，因而未能

洞悉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形成过程和机制。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家”和“业”是外出农民工心目中难

以兼得的文化观念及现实选择。因此，在大量关于

农民工议题的研究中，呈现的是同质化的个体为了

生存、就业而背井离乡，舍“家”外出；多数话语

描述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艰辛和不易，以及

“家庭分离式外出”对其故土旧“家”带来的影响

（刘传江，2004；刘红升 等，2021）。尽管 20世纪

80―90年代，乡镇企业“昙花一现”式的发展曾经

为研究者们（如费孝通）构想“离土不离乡”“进

厂不离家”的理想型生活与工作模式提供了某种可

能（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1984），但后来市

场化与全球化的浪潮还是不断地把一代又一代、一

群又一群的农民工卷入城市、工厂中（叶敬忠 等，

2018；段成荣 等，2020）。然而，2008年前后，伴

随着全球化钟摆的“回动”（吴淑凤，2015）、城市

经济和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吴艳文 等，2019），农

民工对“家”和“业”的兼容式诉求变得更加强烈

（黄庆玲 等，2013）。由此出现了2种流动意愿及流

动模式的选择：一种是农民工把家庭带到流入地城

市，实现整体迁移；另一种是农民工离开打工的城

市，选择向家乡回流，并在家乡就业或创业。本研

究关注后一种现象，重点考察青年农民工的回流

意愿。

国外从 20世纪 60年代起就有学者对移民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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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问题进行研究，并且形成了新古典经济理论、新

迁移经济理论、结构主义理论、跨国主义理论、社

会网络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生命历程理论等诸多

视角，对移民的回流意愿和回流行为进行解释

（Cerase, 1974; Massey, 1990; Davies et al., 1991; Cas‐

sarino, 2004; Bettin et al., 2018）。与国外相比，中国

农民工的回流研究起步较晚，但目前在回流意愿和

回流行为的现状特征、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等方面

已取得丰硕成果。由于大部分农民工为青壮年劳动

力，因此青年农民工是农民工流动大潮中的重要群

体（李振刚 等，2019；刘五景 等，2019）。青年农

民工有宽泛的内涵和外延，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新

生代乡―城流动人口、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第二

代农民工等（杨菊华 等，2016），其流动受到人口

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关注，并成

为研究热点。其中，研究的重点和争论的焦点之一

是青年农民工的出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存

在 2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和解决方案，即城市融

入抑或还乡调适 （张星，2012）。从文献数量看，

前者占据了青年农民工研究的主流，后者则相对较

少，这与学者们普遍认为青年农民工希望融入城市

生活有关（张星，2012）。青年农民工是理性的行

动者（潘华，2013），回流到家乡发展的意愿不强

烈（沈鑫 等，2016）。但流入地的生活成本高、房

价贵、工作机会减少，以及部分城市实施的对农民

工不友好的政策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青年农民

工回流（姚俊，2010；Mohabir et al., 2017）；产业

向中西部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支持农民工返

乡创业等政策的实施，也增强了流出地对青年农民

工回流的“拉力”（罗小龙 等，2020；戚学祥，

2020；谢永飞 等，2020）。从家庭因素看，配偶在

老家的青年农民工，其回流意愿强于配偶在流入地

或没有留守配偶者（郑文杰 等，2015）；孩子的居

住地点也影响农民工的回流意愿（Piotrowski et al.,

2013），老家有未成年留守子女的农民工选择回流

的概率更高（任远 等，2017），这表明留守家人会

影响农民工的回流决策（Constant et al., 2002；张丽

琼 等，2016）。换言之，对家人的依恋和家庭责任

是促使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Wang et al.,

2006）。从个体因素看，流入地的月平均收入对青

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郑文杰

等，2015）；女性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比男性青

年农民工强（徐家鹏，2014）；在流入地的居住时

间越长，他们回流的概率越低（喻贞，2016）；教

育程度越高，其回流的意愿越弱 （程晗蓓 等，

2020）；和中老年农民工相比，青年农民工回流的

意愿更弱（余运江 等，2014）。此外，回流意愿也

受到对家乡的主观依恋、乡土情结等非理性因素的

影响，因此青年农民工的回流决策是有限理性（张

蕾 等，2012）。

综上所述，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和回流行为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已有研究对其深层次因素

尚未给出确定性的回答，尤其是作为文化意义上的

“家”和“业”的观念因素，这不利于精准理解和

把握这一重要社会现象。因此，本研究基于个体心

理决策视角，尝试揭示“家”的观念如何触发青年

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以及分析“业”的想象如何强化

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以期深化和推进回流意愿

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1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1.1 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分析框架

中国的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等虽然

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但作为“文化−心理

结构”的“家”没有被根本撼动，依然支配着人们

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

“家”有理由成为看待和解释诸多社会变迁、社会

现象的一个关键切入点（肖瑛，2020）。“家”在中

国文化中，不仅指住所，还指亲属关系以及被赋予

的情感意义，并和“根”“起源之地”紧密相关

（Su, 2014）。为此，“家”是物质、社会和情感空间

的综合体（Hazel, 2014）。在中国当前语境下，以

城市/农村、本地人/农民工为基础的二元结构，更

能反映和影响“家”的体验（封丹 等，2015） ①。

为此，本研究尝试分析文化意义上的“家”对当代

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其中，结婚生子（新

的人生节点）、承担家庭责任、促进家庭良好发展

是青年农民工重要的生命历程事件和使命，并作为

“家”的构成内涵对其回流意愿产生影响②。
“业”是影响青年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因素。新

① 与中国农民工对“家”的理解不同，国外移民往往赋予“家”不断转换和流动的意义，在新的地方，家里的装饰或制度性的社交组

织成为他们重构“家”的方式（封丹 等，2015）。

② 尽管有部分国内研究也涉及家庭因素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但并没有把“家”作为分析这一问题的核心自变量，更为重要的是，这

些研究基本上都没有把家的内涵升华到韦伯意义上或传统中国伦理中的“家”的层次，只是把“家”作为一个现代性意义上的结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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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理论认为，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工资差异，

以及迁入地更高的预期收入是驱使人口迁移的重要

原因（Todaro, 1969）。为此，对于已发生迁移行为

的移民而言，其通常是在比较成本和效益之后做出

在迁入地居住或回流的决策（Sjaastad, 1962; Toda‐

ro, 1976）。就回流而言，只有当移民因失业、工资

低于预期或心理成本过高等原因导致预期收入目标

未能实现时才会发生（Constant et al., 2002）。与之

类似，中国早期一代农民工 （尤其是中老年农民

工）的回流就多属于新古典经济理论所言的被动型

回流。同时，他们回流后就业和创业机会有限，

“业”很难得到发展，回流就意味着舍“业”，“家”

“业”难以兼得。但近年来，伴随中国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产

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经济相对欠发达

的农村地区在就业机会、工资收入、基础设施和人

居环境等方面有了明显改善，这为青年农民工回流

后“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贺小丹 等，2021），

使其可以结合自身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的积累情况，主动选择能够实现自我发展的“业”

（文丰安，2021），为其实现“家”“业”兼得奠定

良好的基础，这将增强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李

明奇，2018）。

概括而言，流出地的“家”和“业”共同作

用，有利于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生成。中国传统

文化讲究成家立业，“家”“业”兼得是每一个青年

农民工孜孜以求的质朴梦想和美好愿景。“家”虽

然会触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但其影响还需要

“业”的强化。本研究中，“家”和“业”影响青年

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分析框架见图1所示。

1.2 研究方法

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定量数据

来自国家卫健委组织实施的在流入地开展的2016年

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③，样本

量为 169 000 人。从年龄、流动原因、户口性质、

流出区域等方面对样本进行筛选，选择流动原因为

务工经商，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流出区域为中西

部地区且跨省流动到东部地区或省内跨县/市流动的

青年农民工；参考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对青年年龄

上限的设置，将青年农民工的年龄范围设定为 15~

44岁。青年农民工的样本量为26 568人，包括有回

流意愿、没有回流意愿和回流意愿不明朗3个群体。

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

进行抽样，因此结果具有代表性。并于 2020年 12

月至2021年1月开展个案访谈，访谈对象为户籍在

中西部地区的外出和回流青年农民工。共访谈了12

个个案，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表 1。本研究重点考

察回流意愿，同时访谈未回流者和已回流者，是出

于以下考虑：第一，通过访谈这两部分人群，能弥

补相关文献主要关注未回流者回流意愿的不足；第

二，对于已回流的青年农民工，他们的回流意愿是

真实的，可使研究更有效度。

定量分析中，多分类 Logistic回归模型的因变

量为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即中西部地区外出农

民工在流入地居住时间≥1个月后，对打算在该地长

期居住（＞5 a）还是回流（到户籍所在省的县/区、

③ 数据申请网址：www.chinaldrk.org.cn。

 

“家” 

“业” 

新的人生节点 

承担家庭责任 

促进家庭发展 

选择新的就业地点 

寻找独特的创业资源 

渴望好的就业条件 

改变旧的发展路径 

回
流
意
愿
的
生
成 

图1 “家”和“业”影响青年农民工

回流意愿的分析框架
Fig.1 The mechanism of "home" an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

ship" affecting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young migrants

表1 个案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dividual interviewees

编号

DHL3

BHL5

RHL12

QHL15

FHL17

CWC18

EHL23

BWC26

CWC28

QHL29

DWC44

QWC87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年龄/岁

23

39

25

41

32

24

35

35

26

26

22

26

流动区域

从河南流入河北

从安徽流入江苏

从新疆流入江苏

宁夏省内流动

从湖南流入江苏

从江西流入浙江

从湖北流入浙江

从安徽流入上海

从江西流入上海

从宁夏流入江苏

从河南流入江苏

宁夏省内流动

流动状态

已回流

已回流

已回流

已回流

已回流

外出务工

已回流

外出务工

外出务工

已回流

外出务工

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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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原居地） 这一问题上的愿望和想法。换言

之，本研究所指的回流意愿不仅指回到流出地村

庄，还包括文化意义上的家乡（以县/区为一个文化

单位）。回流意愿使用调查问卷的 Q305 题进行测

量，将4个答案选项合并为3个类别并重新编码，1

代表回流、2代表没想好、3代表在流入地长期居

住。模型的主要自变量为“家”，用3个留守家人变

量 （留守配偶、留守子女、留守父母） 进行测量

（附表1），另一个主要自变量为“业”，即青年农民

工的就业和创业。由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

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没有涉及流出地就业和创业的

相关问题，故使用个案访谈资料进行定性分析。

2 “家”的观念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
愿的触发

2.1 新的人生节点

青年农民工处于婚育年龄阶段，结婚生子是一

部分人计划中或进行中的事，这是触发其回流意愿

的关键节点。一位从河南开封市兰考县到河北唐山

市玉田县务工，但现在已回流到家乡的机械维修工

人（男，23岁，编号DHL3）认为自己就是因为结

婚而回流：“回到家的原因就是结婚。以后就不出

去，就定在家里了。结婚了，有孩子了，让他有一

点父爱，暂定开封了。感觉离家近，工资还可以，

有休班的时候还可以领着老婆孩子出去溜达。”青

年农民工对即将到来的新的家庭生活充满了期待和

畅想，也重视对配偶和子女的陪伴。因此，当青年

农民工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收入水平相当时，这种

“家”的观念更能牵引他们回到流出地定居。

青年农民工在何时选择回流成家受到传统观念

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尤其是

中西部农村地区，子女在完成学业、开始工作后就

可以谈婚论嫁了。即便这种观念在教育水平提高和

现代化理念的冲击下有所弱化，但青年农民工的时

间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其影响，在30岁之前成家

的想法更容易被其家庭成员接受。一位从江西赣州

市章贡区到上海徐汇区务工的医疗美容顾问（女，

26岁，编号 CWC28）表示回老家结婚生子是大家

公认的“理所应当”的事情：“我计划后年回去，

估计过两年左右，家里人也要我回去。（身边回流

的人）蛮多的。我们一块出来的同学，大部分都已

经回老家去了。大家都是因为家里催，家里的思想

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应该按部就班，结婚生小

孩。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绷不住，到了年纪应该要

回家，就听家里人的，根据这种观念来。”

无论是哪种现实条件或思想观念在起作用，在

组建新家庭这一人生节点上，青年农民工有一颗在

大城市闯荡的心，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在流入

地安家（郭庆，2020），既改善生活环境，也为了

给子女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来自中西部农村

地区的部分青年农民工并没有丰厚的家庭资本，刚

出社会也不具备充足的收入积累，现实条件仅能支

持他们自己或和配偶一起在流入地“过得还行”，

举家流动仍是不现实的做法。因此，对这部分青年

农民工而言，由于工作年限较短，在“业”方面的

发展还不成熟，资金积累不足，相较于在流入地成

家，他们的回流意愿更强。

2.2 具有挑战性的家庭责任

大部分已婚且非举家流动的青年农民工期望实

现“家”“业”兼得，一方面想趁年轻赚取更多的

收入，另一方面又希望与配偶团聚，抚育年幼的孩

子和照顾年迈的父母。但对一些青年农民工来说，

由于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持其在流入地同时实现

这 2个目标，此时留守家人将显著增强他们的回流

意愿。为准确理解留守家人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

的影响程度，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多分类Logis‐

tic回归模型分析。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青年农民

工为参照组，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发现有留守配偶

青年农民工回流的概率是没有留守配偶青年农民工

的1.49倍；有留守子女青年农民工回流的概率是没

有留守子女青年农民工的2.11倍；有留守父母青年

农民工回流的概率是没有留守父母青年农民工的

1.44倍（表2）。留守配偶、子女和父母是青年农民

工的重要家庭成员，这表明留守家人是吸引其回流

的重要拉力，与留守家人团聚的情感需求以及照看

留守子女和留守老人的现实需要会触发青年农民工

的回流意愿。

访谈发现，留守父母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

影响程度因父母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而异，其中，高

龄和身体状况特殊的父母影响最大。如果父母的日

常生活需要子女照顾，青年农民工就不得不更改计

划提前回流，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回流选择多是在

他们的职业规划预期之外。虽然没有周密规划回流

后的工作和生活，但随着流出地经济水平的提高，

青年农民工可凭借自身能力开展新的就业或创业。

因此，回流后的他们在发展事业的同时，也能照顾

到家庭成员，能够实现在流入地不能达成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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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兼得目标。一位从新疆喀什市疏勒县到江苏

南京市建邺区务工，但现已回流到家乡的司机

（男，25岁，编号RHL12）为照顾父母放弃了在外

发展的机会：“我是 2017年返回到老家，再也没外

出过。当时返回老家是因为弟弟上了大学，父亲得

了重病，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家里家外的事情，因

此回来老家，一边照顾父母，一边在老家这边

发展。”

同时，留守子女也是吸引青年农民工回流的重

要因素。与中老年农民工顺其自然、无可奈何的

“家”“业”分离观念相比，青年农民工更重视对子

女的陪伴和教育。他们大多选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陪伴孩子，要么将孩子带到流入地一起生活，要

么在合适的时机回流。从访谈中发现，为了使家庭

资源能支持子女获得长远的教育，部分青年农民工

有比较强烈的回流意愿或已经回流到家乡。一位从

湖北利川市到浙江绍兴市务工，但现已回流到家乡

的自由职业者（女，35岁，编号EHL23）因放心不

下留守在老家的孩子而选择了回流：“我是 2015年

初（回来的），就是回来带细娃。（之前孩子）和她

奶奶待在一起，那时候她还小，才两三岁。父母出

去不回来的话，久了关系会生疏。我觉得这种家庭

分离还是不太好，细娃还小，分开的话对她的成长

和教育都不好。”

此外，现仍在流入地的青年农民工了解到流出

地良好的发展后，也愿意选择主动回流以实现

“家”“业”兼得。经济收入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

区最突出的差距，也是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外出

的最重要因素（喻贞，2016）。而现在，经济收入

在地区之间的差距得到一定程度的缩小，其他方面

的差距却逐渐凸显，如流入地高昂的房价、较高的

生活成本、有限的发展空间等降低了青年农民工在

流入地定居的可能性，中西部地区二三线城市的兴

起则为其提供了回流发展的新思路。一位从安徽铜

表2 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

Table 2 Analysis results of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n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young migrants

变量

主要自变量主要自变量

留守配偶

留守子女

留守父母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

职业（对照组：管理技术办事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工人

自雇农民工

月收入

购房地点（对照组：流入地）

户籍地-区县/乡镇政府所在地

户籍地-村

教育程度（对照组：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西部地区（对照组：中部地区）

男性（对照组：女性）

已婚（对照组：未婚）

汉族（对照组：少数民族）

流动时间

跨省流动

常数

样本量

Log likelihood

LR chi2

Prob>chi2

Pseudo R2

回流

系数

0.40**

0.75***

0.36*

0.34**

0.66***

−0.25***

−0.44***

2.08***

2.16***

−0.08

−0.64***

−0.08

0.03

−0.69***

−0.42***

−0.08***

0.51***

0.24

26 568

−18 449.638 0

6 683.090 0

0.000 0

0.153 3

标准误

0.09

0.07

0.17

0.13

0.13

0.07

0.05

0.10

0.10

0.07

0.11

0.06

0.06

0.08

0.09

0.01

0.06

0.44

发生比

1.49

2.11

1.44

1.40

1.94

0.78

0.65

8.03

8.67

0.93

0.53

0.92

1.03

0.50

0.65

0.92

1.66

1.27

没想好

系数

0.11*

0.40***

0.21+

0.22***

0.31***

−0.05

−0.22***

1.48***

1.63***

−0.25***

−0.59***

0.10*

0.06+

−0.82***

0.01

−0.07***

0.31***

0.57*

标准误

0.06

0.04

0.11

0.06

0.06

0.04

0.03

0.04

0.04

0.04

0.05

0.03

0.03

0.04

0.05

0.00

0.03

0.24

发生比

1.12

1.50

1.23

1.25

1.37

0.95

0.80

4.38

5.10

0.78

0.56

1.10

1.06

0.44

1.01

0.94

1.36

1.77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1、0.00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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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市枞阳县到上海浦东新区务工的外卖员（男，35

岁，编号 BWC26）认为自己想陪在父母和孩子身

边，而家乡现在的发展足以支持自己回流就业或创

业：“目前孩子都在老家，所以还是希望回老家，

父母（也）都在老家。因为父母和孩子是自己的一

个中心，所以说（对我的回流选择）影响很大。近

两年 （打算回流）。因为家乡发展越来越好，发展

机遇也很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便于照顾父母

和子女。”即使这部分青年农民工回流到家乡后

“业”的地点和“家”的位置具有一定的空间距离，

但由于县域内的地理空间范围不大、交通比较便

利，青年农民工及其留守家人可以选择在周末或其

他休息时间实现家庭团聚，完成养育子女和照料老

人的任务，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可大大地解决因家

庭成员长时间和长距离分离而产生的留守家庭问

题。可见，流出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将成为影响非举

家流动青年农民工能否实现“家”“业”兼得的关

键性因素。如果流出地经济发展取得比较明显的进

步，能为其提供就近就业或创业的客观条件，他们

的回流意愿就会在“业”的强化下更为强烈，“家”

“业”兼得可实现良好发展；反之，如果流出地的

经济发展缓慢甚至没有明显的改变，非举家流动青

年农民工就只能在流入地择“业”舍“家”或回流

到流出地择“家”舍“业”，难以实现“家”“业”

兼得的愿景。

2.3 规划中的家庭发展

部分青年农民工会考虑回流后是否有助于家庭

的良好发展，他们对回流持积极态度，且制定了一

定时期内的回流计划。青年农民工对家庭良好发展

的考量较为长远，既有应对因工作转变带来短时间

内家庭经济收入变化的心理准备，也有未来成家后

新家庭的发展方向、子女的生活条件和教育环境的

改善措施。当青年农民工的计划做得细致、长远

时，他们的回流意愿会更加强烈，但回流行为不会

马上发生，而是继续在流入地工作，积累经济资

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增加一些回流的“底

气”。一位从江西宜春市袁州区到浙江杭州市江干

区钱塘新区务工的房地产销售员（女，24岁，编号

CWC18）认为，有一定的资金积累后再回流对家庭

未来的发展更好：“ （我） 可能在三五年后回去。

原因是想拥有一定的资源、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再

回去。我想跟家里人在一起，我比较倾向于家庭这

一块。加上未来考虑子女教育的话，也觉得要离小

孩近一点。”

综上，“家”的文化观念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

愿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结婚生子等新的人生节点、陪

伴和照顾留守家人等家庭责任方面，还体现在规划

和促进家庭的良好发展方面。但“家”的文化观念

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触发作用离不开流出地就

业和创业环境的优化。

3 “业”的想象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
愿的强化

相比于“家”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触发机

制，流出地（家乡）充满希望的“业”对其回流意

愿具有明显的强化作用。随着新型城镇化、乡村振

兴、脱贫攻坚等国家政策的深层次推进，流出地的

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高，为青年农民工回流就业和

创业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谢永飞 等，

2018；侯中太，2019）。这使得青年农民工即便离

开经济发达的流入地，也能在流出地找到合适的非

农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 （王爱华，2019）。同时，

在流入地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有利于激发青年农民工

的就业和创业想法，为其回流后“业”的决策提供

指导。因此，当家庭因素触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

愿时，有计划的就业和创业想法能促使其回流意愿

转变为实际的回流行为，帮助他们在流出地实现

“家”“业”兼得的良好发展。

3.1 回流就业

部分中老年农民工对待工作岗位更偏向于稳妥

和谨慎，因为年龄和身体状况的限制，他们将回流

时间定在了退休时，回流是为了养老而不是再就

业。但青年农民工不同，他们在就业市场中是一支

年轻的力量，他们为自己的职业规划添加了许多可

能性，也接受回流后在就业方面的机遇和挑战。

3.1.1 选择新的就业地点 面对流入地复杂多变的

就业环境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青年农民工同时

承担着身体和心理压力，这时流出地较为和缓的工

作环境会成为其新的就业选择，加之回流后他们与

家庭成员能形成一种互相支持的和谐氛围，对其回

流意愿起积极的影响。不少受访者表示流出地的工

作和家庭氛围更能使自己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一位

从河南济源市到江苏南京市务工的翻译员（女，22

岁，编号 DWC44）表示，回到家乡做自己真正想

做的工作会感觉更轻松：“我目前打算回老家。原

因就是离爸妈比较近，离好多朋友也比较近，有家

人和朋友在身边。我在外面务工已经一年半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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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不是特别舒服，就是心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所

以想回去。我还是考编吧，想做一个英语老师，感

觉做老师是个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

非举家流动、外出工作时间短、经济条件一般

的青年农民工对流出地的感情归属远超流入地，在

流出地的合适就业机会将显著增强其回流意愿，促

使其回到流出地。这是因为大部分青年农民工外出

务工的时间较短，对流入地的感情不深，反而更依

恋有家人在的流出地。并且，经济发达地区的竞争

愈发激烈，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相对安逸舒适的环

境形成鲜明对比。青年农民工在两地之间流动，较

大的心理落差会动摇其外出的想法，如果流出地有

比较合适的就业机会，他们的回流意愿更有可能发

展为回流行为。但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

展差距导致两地之间的职业差别比较明显，从事普

通职业（诸如中低端的商业服务业、制造业等）的

青年农民工因可以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而做出回流

选择，而教育水平较高、职业发展前景较好的青年

农民工则难以在流出地找到同等的替代岗位，因而

其回流意愿较弱。

3.1.2 渴望好的就业条件 无法否认的是，并不是

每一位选择回流的青年农民工都是“衣锦还乡”，

其中也不乏因无法继续忍受流入地工作条件而回流

的。他们或是从事中低端职业，工作环境和工资水

平一般；或是个人境遇不顺，发展空间不大，希望

回流后重新从事一份条件更好的工作。即使是在经

济发达的流入地，较差的工作环境也会劝退一些青

年农民工。对于具有长期就业规划的青年农民工，

工作环境是必须考虑的。但好的待遇与好的工作紧

密关联，部分青年农民工在流入地从事的是中低端

职业，不仅工作环境差，而且工资待遇不高，使得

他们很难改善生活境遇。因此，流入地的就业机会

对这部分青年农民工来说如同鸡肋，当流出地有相

似的职业选择时，他们出于长远考虑会有比较强烈

的回流意愿。一位从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到宁夏银川

市务工但现已回流到家乡的个体户（男，41岁，编

号QHL15）这样说：“我大概是2011或者是2012年

左右 （回流的），在那儿打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也没有什么生意。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去那儿做生

意，而且活儿又累又脏，当然也挣不了多少钱。回

流比较好一点，这样自己也有了一个像样的工作，

收入相对来说高一点儿，也和家人能够长时间的接

触。身边有好多人是干同一行的，所以一切都比较

好，有共同话题，也可以一起合作。”

简言之，青年农民工在追求相对较高经济收入

的同时，也会关注所从事职业的工作条件和未来发

展空间。由于年龄优势所带来职业选择的灵活性、

职业的可替代性以及相对较小的工资水平差异，部

分教育程度较低、工作年限较短、从事中低端职业

的青年农民工会更倾向于回流就业，借助家庭和家

乡的资源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职业发展。

3.2 回流创业

虽然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比流出地发达，但对缺

少资源、基础薄弱的青年农民工而言，流入地可以

是一个好的就业空间，却很难是一个可以留下来创

业的理想环境。为此，部分青年农民工选择回流到

家乡创业。

3.2.1 寻找独特的创业资源 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

展，经济发达地区的自然资源成本远高于经济较为

落后地区，尤其是土地资源。出身于农村的青年农

民工尽管很少再选择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但在创业

方向的选择上仍会优先考虑养殖、种植等现代化农

业，流出地的资源优势在此时就凸显出来了。一位

从安徽合肥市巢湖市到江苏苏州市吴中区务工，但

现已回流到家乡的个体户（男，39岁，编号BHL5）

表示流出地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供自己创业使用：

“（我） 2014年回来的。我们做生物这方面，自己

创业比给别人打工要好一点。东部那边的市场有一

个问题，我没有大片的土地，但我需要大片的土

地。做农副产品肯定需要大片的土地来进行种植，

要有合作的地方，你看安徽这边有白湖农场，安庆

有九成农场，他们都是国有企业，可以做这个

方面。”

除无法替代的自然资源外，特色的人文资源也

是青年农民工回流后可利用的创业资源。中西部地

区是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悠久的中华民族

文明和少数民族文化，在提倡文化多样性的今天成

为独特的创业优势。与现代化农业相比，依托特殊

人文资源创业所需的经济积累和技术支持更少，这

减轻了青年农民工的创业压力。同时，青年农民工

在流入地有机会接触流出地缺乏的经营方式和宣传

方法，也能将流入地人际关系网络转化为回流创业

的潜在市场，这是回流创业的青年农民工优于没有

外出务工经历创业者的地方。当青年农民工已经有

比较成熟的创业想法时，他们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

综合分析会更加全面和精准，“业”对其回流意愿

和回流行为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家”“业”兼得

更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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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改变旧的发展路径 与渴望好的工作条件而

回流就业相类似的是，青年农民工也会因为在流入

地漂泊不定、身心受限却只能拿到不高的工资而萌

发回流创业的念头。首先，在流出地经营一个“小

本生意”，除去生活成本以外，青年农民工能获得

比在流入地就业更高的经济收入。问卷调查显示，

打算回流者的平均月收入为 3 490.51元，而从访谈

中了解到，在中西部地区从事普通职业的回流农民

工的月收入能达到2 000~3 000元，回流创业者的月

收入更是明显高于这一月收入。因此，中西部地区

和东部地区的经济收入差距对于打算回流的青年农

民工而言已不再是一个绝对的吸引条件了。一位从

湖南吉首市保靖县到江苏南通市如东县务工，但现

已回流到家乡的织布工人 （男， 32 岁，编号

FHL17）就认为，之前的工作不足以支持家庭生活

成本：“我是今年过年 （2020 年） 的时候回来的，

本来打算出去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一直出不

去，就到屋里头干点零活。到五月份的时候出去

了，到了原来的那个织布厂上班去了，后面因为工

资低，觉得不划算，就回来了，想到屋里做点小生

意。之前看到一个耍得好的（朋友）倒卖水果觉得

还可以，就想到买个二手车，也去各个村跑跑，做

点卖水果的生意。”

其次，面对流出地符合心意的创业机会，青年

农民工更愿意回流以求长期稳定的发展。与中老年

农民工一份工作干到底的就业观念不同，青年农民

工的想法更多样多变，不局限于在经济发达的城市

寻找就业机会，更善于利用丰富的信息渠道发掘流

出地的创业机会。一位从宁夏吴忠市同心县到江苏

苏州市昆山市务工，但现已回流到家乡的司机

（男，26岁，编号QHL29）表示，创业实现了自己

的梦想：“早都想回来了，正好赶上我朋友说新百

物流缺车缺司机，我了解了具体情况，感觉还行，

而且我特别爱车，从小就有个跑大车的梦想，我就

自个儿回来了，又找朋友借了点钱，买了个车，进

公司开始拉货，到现在差不多快两年了。不再出去

了，现在老家工作，挺好的。”

最后，由于客观因素的制约，青年农民工不能

轻易改变现状，但当预想的时机成熟时，他们会遵

从内心的想法回流创业。维持“家”的良好发展是

青年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力之一，家庭其他成员的

发展状况与整个家庭的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这

自然而然成为影响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重要因

素。青年农民工即便有强烈的回流意愿，也需要考

虑近期的回流行为对家庭其他成员和整个家庭的影

响，一方面是家庭生计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计划创

业的经济积累。因此，也有一些青年农民工表示回

流行为会发生在三四年以后。一位从宁夏固原市彭

阳县到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务工的个体户 （女，26

岁，编号 QWC87）表示，等到将来的一天，自己

也要做一个“自由”的老板：“老家好，父母兄弟

都在老家，我还是想回老家。看给我兄弟把媳妇娶

了，我俩能在固原那边有个差不多的收入，我俩就

回去。我兄弟结婚怕还得三四年吧，也就三十岁左

右看能回去。想自己做点生意啥的，给别人干活不

自由，你说我现在回个老家都要请假。等有本钱

了，自己做生意，后面发展也快些。”

可见，在流出地和流入地各种“推力”和“拉

力”的博弈下，一些青年农民工基于个人职业发

展、生存安全的需要和家庭责任等方面的原因，有

较强的回流创业意愿，期望实现由打工者向小业

主、老板的身份转变（罗竖元，2020）。回流创业

的想法是部分青年农民工一次重要的思想转折，一

方面反映青年农民工对外出务工经历的自我总结，

另一方面也是青年农民工开启新事业的起点，创业

想法的成熟程度和实施结果基本上决定了他们回流

后达成的“家”“业”兼得目标是否牢固。综上，

无论是青年农民工回流就业还是回流创业，都不能

否认“业”的想象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强化作

用。当“家”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产生即时、迫

切的影响时，还需要良好的“业”来强化，积极的

“家”“业”结合状态才能稳固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

愿和回流行为。正是因为青年农民工在一步步追求

自己的回流发展梦，“家”“业”兼得才能一点点变

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基于个体心理决策视角，使用定量研究和定性

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流出地的“家”和

“业”对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过程。研究发

现，流出地的“家”和“业”是影响青年农民工回

流意愿的深层因素。1）“家”的观念触发了青年农

民工的回流意愿，他们因新的人生节点、具有挑战

性的家庭责任和规划中的家庭发展而回流。2）

“业”的想象强化了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他们

因选择新的就业地点，渴望好的就业条件，以及寻

找独特的创业资源，改变旧的发展路径而回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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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虽然会触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但其影

响还需要“业”的强化。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影

响，共同形塑青年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家”的观

念对回流意愿的触发和“业”的想象对回流意愿的

强化，透视出青年农民工对“家”“业”兼得的期

盼。回流后“家”和“业”均在流出地，这为青年

农民工实现“家”“业”兼得创造了条件。换言之，

有回流意愿和回流到家乡的青年农民工并不都是舍

“业”回流者，随着流出地就业和创业环境的改善，

他们当中有部分成员可以实现“家”“业”兼得。

4.2 讨论

受城市空间重构、地理迁移、社会流动、自然

灾害等内外部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国外“家”的批

判地理学从社会、文化、经济视角探讨“家”的广

泛含义，认为“家”不是固定的地方，而是可以跨

越不同空间尺度形成归属感的地方（Su, 2014；罗

佳丽 等，2017）。但中国青年农民工对“家”的理

解不同于国际移民。即便有一些青年农民工在流入

地构建了自己的“家”，但那个流入地的“家”不

是韦伯认为的传统意义上的“家”（中国传统文化

的“家”、故乡的“家”），而是现代性意义上的

“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家”是一个非常

具有情感和力量的词汇（陶宇 等，2018），总是与

根植性有关，祖辈、父母或童年生活的地方在身份

中扮演重要作用，作为“家”的地方和归属感可能

并不轻易随人的流动而变化（封丹 等，2015）。显

然，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家”不同于国外家的批判

地理学对“家”理解。本研究结合中国语境把文化

意义上的“家”作为方法、从文化的角度比较细致

和全面地呈现了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生成过程，

从而使得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呈现不同于西方移民流

动的图景，拓展了青年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的深度

和广度，创新性地丰富和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在中国，“家”虽时有变动但未脱离其在社会和文

化——心理结构中的总体性位置，依然支配着中国

人的思想和行为（肖瑛，2020）。因此，在对农民

工群体进行研究时，可以把“家”作为一个关键的

切入点，从“家”出发构建中国话语的分析框架，

这蕴含了创建中国本土人口流动理论的可能性。当

然，本研究也存在不足：受问卷调查数据没有流出

地“业”的信息限制，本文的定量研究未能深入展

开分析。

当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流出地和

流入地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

距。为了能够实现青年农民工回流者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使其回流后稳得住、发展好，“家”“业”可

以持续兼得，现提出以下 2个方面的建议：其一，

流出地政府要借助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契

机，大力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机会、提升收入水

平、解决城乡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

题，真正实现青年农民工“家”和“业”兼得的梦

想，使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青年农民工回流后若得不到“业”的持

续强化，“家”“业”难以在流出地持续兼得，他们

有可能再次外出。但受自身人力资本和经济条件的

限制，他们又不具备在流入地举家定居的能力，这

将使得这一部分人口在流入地也难以实现“家”

“业”兼得，最终出现两地“落空”的情况。其二，

政府（尤其是流出地政府）要加大对回流青年农民

工的创业扶持，进一步强化其创业意愿，促使其创

业意愿转变为创业行为。首先，以多种形式宣传流

出地各级政府鼓励青年农民工回流创业的政策和创

业成功的典型案例，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和环境，

激发青年农民工的创业热情。其次，通过成立创业

服务中心，注重创业培训效果，丰富培训内容等方

式，建立有效的创业指导培训机制，提升中西部地

区回流农民工的创业能力。最后，通过加大财政支

持力度，建立小额信贷基金，开辟绿色通道等方式

加强创业扶持政策的落实，提高创业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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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y Have both "Home" an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 Research on Return Intention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Xie Yongfei1, Liang Bo2 and Lin Lihua1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3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ecision-making, drawing on data from the 2016

"Migrants'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and case interview data, using mixed research method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home" an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outflow area to young migrant workers'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 It is found that

"home" in the cultural sense is a deep factor affecting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but its

influence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by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y work together to generate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home" triggers the return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new life nodes, challenging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planned family development.

While the imagination of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strengthens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 by choosing

new employment places, longing for good employment conditions, looking for unique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and changing the old development path. Thus some young migrant workers in the outflow place can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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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home" an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at the same time.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in China, the government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 should not

only vigorously develop the economy, increas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 but also

increase the entrepreneurial support for returned young migrant workers, so that th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returned young migrant workers can b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they can continue to

have both"home" an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have expande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analysis of the return migration problem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fields. Its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ecision-making, through in-depth observation and description, it presents the genera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 in a more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way. Second, by

examining the mechanism of both"home" an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ffecting the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 it finds that some returned young migrant workers can have both "home"

an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Third, this paper takes "home" in the cultural sense as a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 in China,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home" in foreign

Critical Geography. In the study of migrant workers, we can take "home" as a key entry point, and buil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Chinese discourse from "home", which contains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a theory of

Chinese local population mobile.

Keywords: "home";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young migrant workers; return migration intention;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ecision

附表1 （问卷调查数据）样本的变量分布与定义

Table S1 (Questionnaire data) the defin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variable

变量名称

主要自变量主要自变量

有留守配偶

有留守子女

有留守父母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

职业

管理技术办事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工人

自雇农民工

月收入

购房地点

流入地

户籍地-区县/乡镇政府所在地

户籍地-村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及以上

西部

男性

已婚

汉族

流动时间

跨省流动

样本量

变量的定义

1=有留守配偶；0=无留守配偶

1=有留守子女；0=无留守子女

1=有留守父母；0=无留守父母

1=管理技术办事员；0=其他

1=商业服务业人员；0=其他

1=工人及其他人员；0=其他

1=自雇农民工；0=受雇农民工

连续变量

1=本地或其他地方；0=其他

1=户籍地的乡镇或区县政府所在地；0=其他

1=户籍地的村；0=其他

1=初中及以下；0=其他

1=高中；0=其他

1=大专及以上；0=其他

1=西部；0=中部

1=男性；0=女性

1=已婚；0=未婚

1=汉族；0=少数民族

连续变量

1=跨省流动；0=省内流动

―

比例/均值

9.32

25.29

1.79

9.21

64.57

26.22

48.52

3 994.676

40.82

20.66

38.53

61.57

25.32

13.11

47.23

58.73

84.68

90.82

5.13

50.00

26 568

注：留守父母的比例低是由于调查问卷中的相关题目强调了“家中”，未把在老家与农民工分开居住的留守父母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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